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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善农村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促进其生计可持续,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全面振兴

的内在要求。基于西南地区136个脱贫村和易地搬迁安置点1241户家庭数据,综合采用BP神经网络、中

介效应模型、跨层回归模型等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低收入农户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以及政策支

持在其中所发挥的跨层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善对其生计结果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技能培训是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实现价值增值,进而改善生计结果的关键中介路径;涵盖事前调查、事

中跟进与事后反馈的政策支持,正向调节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基于此,从建立全覆盖的分层分类

技能培训体系,充分发挥技能培训的资本增值效用,发挥政府在农民培训全过程中的引导和监督作用,坚

持“扶智”与“扶志”并重激发农民参训内生动力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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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绝对贫困的消除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仍然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乡村内部之间收入差距问题较为突出,成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

重大短板[2]。因此,加强对缺乏发展能力与发展机会的低收入群体的精准帮扶,进而提高低收入农户

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众多帮扶措施中,考虑到低收入农户资本

存量不足的普遍表征和教育回报的滞后性与不确定性,直接匹配市场用工需求的技能培训在快速增

强低收入农户就业竞争力和创富能力方面独具优势[3]。为此,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要“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4],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支持涉农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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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办好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5]。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指出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6]。可见,通过技能培训以较

低成本快速实现人力资本增值日益成为改善低收入农户生计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增强共同富裕长效

动能的重要突破口。

尽管技能培训的就业和收入效应已被广泛证实[7-8],但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具体表

现为农户参与意愿普遍较低、培训内容与农户需求错配、技能应用率不高、通过技能培训实现农户增

收效果未达预期等[9],这显著削弱了技能培训的共富效应。针对上述问题,已有研究从以下三方面探

讨了影响培训效果的因素:其一,培训承办机构。培训的内容和形式将直接决定最终的呈现效果,但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规范的行业标准,培训市场鱼龙混杂现象极为突出[10]。部分机构为获取利润

最大化,忽视了培训内容和质量,进而导致同质化程度高、与地方产业需求错配、与农民需求脱节等问

题,极大地削弱了培训的社会效益[11]。其二,微观农户。微观农户自身知识水平等异质性特征将直

接决定其对培训内容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并最终映射至培训效果中[12]。由于西南地区农村群众受教

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普遍较低,就业渠道狭窄,生计来源单一,过分强调培训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

以及收益的不确定性,造成农户对技能培训的参与意愿不足[13]。其三,政府部门。作为农户培训服

务的购买者,地方政府承担着培训的监管者角色,并直接影响培训机构的行为决策[14]。但考虑到监

管成本和预期收益,政府对于农户培训的监管往往流于形式、力度松软,变相纵容了培训机构的投机

行为,导致培训质量难以保证[15]。对此,已有研究认为需通过强化政策宣传、健全购买服务法律法

规、构建多维技能人才评价体系以及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等方式,为农民培训提供良好的外部环

境[16]。同时,还应建立健全农户技能培训体系[17],利用数智技术创新培训方式、丰富培训课程内

容[18],以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

分析以往研究发现:第一,已有文献聚焦于培训的收入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鲜有研究从可持续生

计的视角分析如何提升农户的技能培训效用。第二,现有研究多以全国层面的农户为范围探讨技能

培训在促进收入增长、提高就业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围绕如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这一教育程度普遍

不高的特定群体展开的研究并不多见。第三,关于如何提升培训效用的研究多是运用定性分析方法

探讨农户培训的实践困境和治理路径,少有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培训效用的提升方式。基于

此,本研究以西南地区的低收入农户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跨层回归模型等多种计量

分析方法,探索技能培训在微观农户生计资本层面的落脚点;同时,将政策支持拆解为事前调查(对技

能培训供需匹配的关注度)、事中跟进(对培训过程的监管力度)和事后反馈(对培训效果持续改进的

重视度),并通过对政策支持的跨层调节效应分析探明政府在技能培训中的重要发力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共同富裕不仅强调物质财富和精神生活的丰富,还聚焦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涵盖共享与发展两

个维度[19]。加强对低收入农户的帮扶,为其增收致富提供更多机会,不仅有利于推动发展进程,也有

助于通过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整体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实现共享目标[20]。

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认为,生计

资本是个人或家庭维持和改善生活所依赖的资源集合,其增值是提升生计水平的关键驱动力,涵盖人

力、社会、自然、物质和金融五类资本[21]。可用资本构成可储蓄、积累、交换和投入工作以产生收入流

动的资产库存,个体或家庭在外部环境支持下,通过合理配置资本组合能实现可持续生计结果。因

此,拥有充足生计资本者在面对风险时更具应对“自由”[22]。具体来看,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本和

农业工具等物质资本保证了低收入农户的生产输出与效率;社会资本则拓展了资源获取渠道,减少精

英俘获和信息不对称;以现金和储蓄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因其具有较高的流动

性和观测便捷性而被看作各项生计策略能够有效顺利开展的前提保障;人力资本则体现为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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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体能等具有经济价值的主观能动性资源,不仅能带来稳定收入,更因非消耗性与可再生性,具有边

际报酬递增特征,可通过教育与培训持续积累。优质高效的生计资本,有助于减少生计脆弱性,增强

生计风险抵御能力,实现既定生计目标[23]。据此,提出假说H1。

H1: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善对其生计结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受限于西南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与区位条件,低收入农户资本积累缓慢且有限的状况仍在持续,

生计资本的存量有限和增量不足导致当地农户生计状况较差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为此,通
过外部帮扶促进其资本积累、改善生计水平显得尤为关键,而在众多帮扶举措中,技能培训作为能力

建设的重要方式,为增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实现生计资本快速增值和高效利用,进而促进农户持续

增收提供了有效途径[24]。一是技能培训通过提高以技能水平、政策理解力、决策力为主要内容的认

知能力和以交流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抵御外部风险能力为代表的非认知能力[25],实现低收

入农户人力资本增值,进而助推农民提高生产效率和就业质量,并最终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与生计稳

定[26]。二是培训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能够从横向和纵向层面持续拓展社会资本的广度和深度,有

助于农户高效获取市场信息和资源,进而实现收入水平的提高[27]。三是技能培训所带来的人力资本

与社会资本增值,将进一步提高其他生计资本的利用效率,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形成资

本增值的良性循环,并最终改善生计结果、提升整体生活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H2。

H2:技能培训是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实现价值增值,进而改善生计结果的关键中介路径。

在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技能培训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通常采用政府购买、市场运作模式实现供

给,培训机构成为农民技能培训服务的直接生产主体[28]。但从实际表现看,培训机构作为理性经济

人,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时常表现出一系列投机行为,偏离农民培训应有的公益导向和质量要

求[29]。具体而言,实施培训前,培训机构为追求规模效应可能简化或省略技能需求调研环节,转而采

取统一化培训内容设计,导致技能培训供需错配,削弱培训针对性和适用性。培训实施阶段以高质量

培训为主要任务,注重优质师资力量、先进教学设备的投入以及提供充足的实践机会。但受成本控制

和短期逐利的双重驱使,培训机构倾向于雇佣资质较低的教师进行授课、削减实践课时、使用陈旧培

训资料与工具,导致农民难以掌握实用技能和行业最新技术。培训后,由于成本考量或管理疏忽,培
训机构未能建立起技能培训反馈跟踪机制,使得农户意见和诉求难以上传,进而导致技能转化效果降

低和农户信任缺失。面对技能培训服务供给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予以矫正。一是发

挥政府在前期调研阶段的宏观引领作用,通过精准捕捉地区行业与农户技能需求、科学研判新兴产业

对劳动力技能要求,确定技能培训主要方向,进而降低培训机构随意选择或简化课程内容的可能

性[30]。二是通过加强政府在培训实施阶段的审计和监督,有利于减少政府和培训承办主体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有效防止培训机构为降低成本而牺牲质量的瑕疵履约行为,从而实现技能培训效用最大

化[31]。三是发挥政府在培训结束后续工作中的推动作用,通过建立健全反馈评估机制及时回应农户

关切,从而促进技能培训持续精准赋能农户[32]。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低收入农户技能培训的政

策支持进一步细分为“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事后反馈”三个阶段,并提出假说H3。

H3:涵盖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与事后反馈的政策支持,正向调节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西南地区曾是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受社会、经济与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区域发展基础仍较薄

弱。因此,选取该地区研究低收入农户技能培训效用问题具有典型代表性。本研究数据主要依托课

题组在西南地区进行的实地调研,调查范围涵盖了重庆、贵州、四川、云南、西藏5省份136村。在访

员培训和预调研基础上,项目组遵循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原则深入西南地区136个脱贫村和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随机抽取1352户低收入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调查方式包括结构化访谈和半结构化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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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其中结构化受访对象全部来源于退出帮扶序列的建档立卡户、五保户、低保户和村干部认定的低

收入农户,每户访谈时间约1小时,发放问卷1352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241份,问卷有效率为

91.79%。信度和效度计算结果表明,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α)为0.913,Kaiser-Meyer-Olkin测

量值(KMO值)为0.916,且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问卷质量较好。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低收入农户生计结果(LO)。该变量通过BP神经网络对收入水平与各类资本存

量等多维指标进行综合测算,以有效拟合各维指标与生计结果间的复杂关系并确定各指标客观贡献

权重,进而全面反映农户生活质量和福祉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LC)。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本研究从金融资本、物质

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五个维度测量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

金融资本是指农户可支配和可筹措的现金,这是进行一切生计活动的必要保障。考虑到低收入

农户资本存量先天不足和智识水平的局限性,相比于借贷收入,其更倾向于通过自发性资本积累来抵

御潜在风险。因此,本研究从积累存量角度衡量低收入农户的金融资本,包括家庭农业活动收入和家

庭非农活动收入两类指标。

物质资本意为农户在生产、生活和经营活动中使用的物质设备和条件。根据研究侧重点不同,物
质资本指标选取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评价生计转型的农牧民物质资本时,主要用“房屋类型及数

量”“生活性资产”“生产性资产”评估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33];在评估海水养殖户的生计资本时,则将

“配套养殖设备数量”“需维护的设备数量”和“运营成本”纳入物质资本指标范畴,以反映养殖农户的

固定投入和持续投入能力[34]。结合调研实际,本研究认为当前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之间物质资本的

差距主要体现在价值量较高的设施设备上,因此,选取家庭拥有农机价值和家庭生活耐用品价值作为

相应指标。

社会资本涵盖农户开展生计活动过程中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集合,包括参与的社区组织和个人

所构建的社会网络。相比于其他地区,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网络更具封闭性与脆弱性的

特点。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当地低收入农户社会网络的建构主要依赖于血缘、地缘和行政隶属关

系[35];另一方面,农民自愿参与协会或组织的程度低,导致除行政组织以外的农村社区组织薄弱[36]。

因此,本研究采用“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社”“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是否在政府部门任职或曾任职”两类

指标来衡量农户社会资本。

自然资本泛指所有可产生收入来源的自然资源库存。在我国农村地区,作为最传统的生计来源,

土地与农户生计稳定休戚相关[37]。但自然资本收益会在其产出质量以及市场波动的影响下呈现出

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本研究用家庭耕地面积和家庭拥有耕地质量两个指标来评估土地这一自然

资源,分别体现土地资源规模和产出效率。

人力资本不仅体现为劳动力的数量,更表现为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健康等劳动力质量[38]。

为此,本研究从质量和数量双重维度测量农户人力资本,包括“户主年龄”“户主身体健康情况”“户主

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占比”等指标。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技能培训(ST)。参考邓洋等的研究[39],将培训次数作为具体指标,并利用负二项回

归模型对收集到的培训次数进行建模。

4.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为政策支持(PS),包含事前调查、事中跟进和事后反馈三个维度,分别通过“是否收集

农户意愿信息”“是否跟进培训全过程”和“是否反馈监督培训结果”进行测量,以体现政府对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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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匹配的关注度、对培训过程的监管力度和对培训效果持续改进的重视度。

5.控制变量

为避免其他可能影响农户生计结果的因素对检验结果造成干扰,确保计量分析的准确性,本研究

从家庭微观异质性和村级宏观差异两方面择取控制变量。其中,农户微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自我发

展信心”“致富信息获取”“兼业化程度”。村级宏观层面变量包括“村庄产业发展状况”“村庄自然灾害

暴露程度”“村庄地理位置便利程度”。
指标选取与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指标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和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计结果(LO) 采用BP神经网络计算得到 0.124 0.102 0.001 0.958
生计资本—金融资本(FC) 家庭农业活动收入(万元) 0.314 0.527 0 11.4

家庭非农活动收入(万元) 0.658 1.751 0 57.2
生计资本—物质资本(PC) 家庭拥有农机价值(万元) 0.161 0.135 0 7.7

家庭生活耐用品价值(万元) 0.158 0.206 0 14.3
生计资本—社会资本(SC) 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社:是=1;否=0 0.378 0.212 0 1

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是否在政府部门任职
或曾任职:是=1;否=0

0.141 0.108 0 1

生计资本—自然资本(NC) 家庭拥有耕地面积(公顷) 0.307 0.465 0 6.867
家庭拥有耕地质量:非常差=1;较差=2;
一般=3;较好=4;非常好=5

2.922 1.123 1 5

生计资本—人力资本(HC) 户主年龄(岁) 55.205 14.324 15 96
户主身体健康情况:非常差=1;较差=2;
一般=3;较好=4;非常好=5

3.099 1.132 1 5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5.842 3.318 0 20
家庭劳动力占比 0.436 0.329 0 1

技能培训(ST) 家庭劳动力平均培训次数(次) 0.897 1.517 0 23
政策支持—事前调查(PSI) 是否收集农户意愿信息:是=1;否=0 0.655 0.467 0 1
政策支持—事中跟进(PSF) 是否跟进培训全过程:是=1;否=0 0.312 0.108 0 1
政策支持—事后反馈(PSR) 是否反馈监督培训结果:是=1;否=0 0.461 0.285 0 1
自我发展信心(SDC) 自我发展信心:非常差=1;较差=2;一般=

3;较好=4;非常好=5
2.048 0.921 1 5

致富信息获取(AGW) 是否主动获取致富信息:是=1;否=0 0.337 0.218 0 1
兼业化程度(OCD) 兼业化程度:非常差=1;较差=2;一般=3;

较好=4;非常好=5
2.842 0.979 1 5

村庄产业发展状况(IND) 产业发展是否良好:是=1;否=0 0.575 0.344 0 1
村庄自然灾害暴露程度(DIS) 近三年村上是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

是=1;否=0
0.163 0.102 0 1

村庄地理位置便利程度(LOC) 地理位置是否便利:是=1;否=0 0.602 0.473 0 1

  (三)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

本研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验证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的推动作用,考虑到异方差问题,
使用了稳健标准误。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O=α0+α1LC+∑
n

i=1
αiXi+εi (1)

其中,LO 表示低收入农户生计结果,LC 为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Xi 为本研究选取的农户微观

层面控制变量,α0 为常数项,α1、αi 为对应回归系数,εi 为扰动项。

2.机制分析

(1)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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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技能培训在微观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上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借鉴Baron等的做

法[40],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技能培训效用,模型设定如下:

ST=λ0+γ1LC+∑
n

i=1
γiXi+τi (2)

LOi=ρ0+ρ1LC+ρ2ST+∑
n

i=1
ρiXi+σi (3)

其中,ST 为中介变量,表示技能培训。考虑到技能提升活动以培训次数衡量,且数据存在过度

分散,本研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λ0、ρ0 为常数项,γ1、ρ1 为生计资本回归系数,ρ2 为技能

培训回归系数,γi、ρi 为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τi、σi为扰动项,其余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
(2)跨层调节效应分析

微观农户层面与宏观村庄层面在理论上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嵌套式结构。空间贫困理论从人地关

系视角将贫困看作是一种特定地区和时期内人地关系失衡的外在表现,证实了贫困的形成和分布与

地理特征和环境要素显性相关,即贫困在不同区域内具有异质性。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村级政策支

持,作为调节变量若直接合并于农户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可能造成标准误差估计偏误。因此,为全面

科学分析微观、宏观两层级之间的信息联结,研究采用跨层回归模型,其优势在于可捕捉宏观层面和

微观层面之间的关联交互作用,避免面板数据不足而造成的估计偏误。首先,通过空模型计算组内相

关系数(ICC),当该值≥0.059时表明村庄之间的差异对农户生计资本有显著影响,建议进行跨层回

归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包含跨层交互项的全模型进行分析。

Level-1:

LOij =􀅼0j +􀅼1jLCj +􀅼2jSTj +∑
n

i=3
􀅼ijXij +σi (4)

Level-2:

􀅼0j =η00+η01PSj +η02Zj +ξ0j (5)

􀅼2j =η20+η21PSj +η22Zj +ξ1j (6)

其中,Level-1表示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家庭微观层面模型,Level-2表示村级宏观层面模型,

PSj 表示村庄j的政策支持水平,􀅼0j表示村庄j 的截距,􀅼1j、􀅼2j、􀅼ij、η01、η02、η21、η22为对应变量的

回归系数,Zj 为村庄层面控制变量,η00、η20为截距项,σi、ξ0j、ξ1j为各层随机误差项,其他变量含义同

式(1)(2)。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将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五个维度生计资本分别纳入模型中,以反映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

的关联性,结果如表2所示。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善对其生计结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说H1得到验证。其中,人力资本

和金融资本对生计结果的影响作用位居前列,分别达到12.240和11.467,其次为自然资本,其影响值

为6.026,可以尝试理解为在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造成当地低收入农户生计稳定

性对资本增值的作用十分敏感。而由于大多数农户家庭选择同时兼顾以自然资本为核心的农业活动

和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非农活动,因此,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于农户生计稳定意义重大。并且,人
力资本对于生计稳定的积极作用不仅体现在非农就业竞争力的增强上,还体现在其有助于提升从事

农业生产经营个体对于现代化耕种技术和手段的学习和运用,进而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

置,改善家庭生计结果。此外,农户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均对其生计结果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

中,反映风险规避能力的“兼业化程度”和体现内生动力的“自我发展信心”对于生计结果的促进作用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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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准回归结果

生计结果LO 生计结果LO 生计结果LO 生计结果LO 生计结果LO
(1) (2) (3) (4) (5)

金融资本FC 11.467***
(1.524)

物质资本PC 2.753***
(0.956)

社会资本SC 3.218***
(0.580)

自然资本 NC 6.026***
(0.843)

人力资本 HC 12.240***
(1.386)

自我发展信心SDC 0.125***
(0.016)

0.128***
(0.017)

0.126***
(0.016)

0.122***
(0.016)

0.129***
(0.017)

致富信息获取AGW 0.015***
(0.005)

0.016***
(0.005)

0.015***
(0.005)

0.015***
(0.005)

0.016***
(0.005)

兼业化程度OCD 0.169***
(0.032)

0.166***
(0.031)

0.164***
(0.032)

0.153***
(0.031)

0.168***
(0.032)

常数项 0.412***
(0.042)

0.455***
(0.042)

0.446***
(0.042)

0.419***
(0.041)

0.450***
(0.042)

R2 0.126 0.095 0.102 0.098 0.106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采用变量的均值进行分析,其结果可能会受到指标极端值

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分位数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该表中,生计资本为基于熵

权法将五类生计资本进行权重赋值后计算得到。列(1)(2)(3)结果显示,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在

25%、50%和75%条件分位数处的估计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与OLS回归结果吻合,表明生计

资本对生计结果的正向影响在整个条件分布上均具有稳健性。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回归系数呈现出

明显的递增趋势,表明生计资本存量越大,微观农户的生计结果越好。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25%生计结果 50%生计结果 75%生计结果

(1) (2) (3)
生计资本LC 0.863*** 1.012*** 1.109**

(0.289) (0.302) (0.31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2 0.091 0.072 0.053

  (三)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的可能性,微观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首先,本研究以村为单位计算微观农户的平均生计资本,并将其作为工具变量,以减少潜在的内生性

问题。其次,为进一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补充了以村为单位的微观农户生计资本的中位数作为工具

变量。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4表明,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可以得出,在充分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

正向关系。
表4 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IV 为均值 IV 为中位数

(1) (2)

生计资本LC 4.859***
(2.893)

7.683***
(3.01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581

孙晗霖,黄丽萍,梁微.共同富裕视阈下低收入农户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研究———来自西南地区136个脱贫村的实地调查



  (四)中介调节作用分析

本研究将技能培训设定为中介变量,关注其在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之间的中介作用。此外,由于

微观农户在资源获取和培训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本研究进一步将包括事前调查、事中跟进和事

后反馈的政策支持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分析,以期探讨政策支持在技能培训和生计结果之间的调节效应。

1.技能培训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地,本研究对技能培训的中介作

用进行探讨。结果如表5所示,列(1)估计结果显著拒绝了“α=0”的原假设,表明了负二项回归模型

的适用性。生计资本对技能培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效应为0.243,说明生计资本水平越高则

越需要通过技能培训实现增值,以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实现资本高效利用。列(2)的广义负

二项回归结果与列(1)相近,验证了数据的过度分散现象,说明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是恰当的。列(3)
显示了在基准模型中纳入技能培训变量后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技能培训对生计结

果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影响效果为0.038,技能培训的中介效应为0.009,sobel检验值为2.317,

p 值小于0.05,由此,假说H2得到验证。
表5 中介作用回归结果

技能培训ST 技能培训ST 生计结果LO
(1) (2) (3)

生计资本LC 0.243***
(0.103)

0.245***
(0.103)

0.693***
(0.168)

技能培训ST 0.038***
(0.00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ln(α) -13.123***
(0.315)

兼业化程度OCD -16.214***
(1.314)

常数项 -3.653***
(1.455)

PseudoR2 0.113 0.046 0.163

  2.政策支持的跨层调节效应分析

表6为跨层调节作用回归结果,由列(1)可知,低收入农户生计结果在村庄间的差异为0.026,村
庄内农户间的差异为0.037,在1%的水平上显著,ICC 值为0.413,表明样本数据高度组内相关,且

41.3%的差异可归因于村庄间差异,58.7%差异则源自样本农户差异。另外,由于低收入农户自我发

展意识和综合能力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培训市场,因而在对接市场时,农户只能作为培训市场的被

动接受者,培训收益不确定性强、抗风险能力弱。村级层面的政策支持有助于聚焦低收入群众的自我

发展需求,降低培训风险,促使技能培训效用最大化,因此有必要纳入村级层面的变量以便更准确地

捕捉政策支持在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列(2)仅纳入村级层面变量,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事后反馈均对生计结果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

用。可以尝试解释为,在实施培训前有针对性地收集群众培训意愿和需求,能够最大限度地适配其未

来发展规划和现有生计资本存量,消除农户和培训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障培训效果。事中跟进可

对低收入农户培训过程进行全面的掌握,及时捕捉培训过程中的突发问题,强化政策对于培训提供方

的约束力,促进培训内容优化、结构合理、设计科学、目标明确,从而改变低收入农户相对弱势的市场

地位,有效规避提供方不道德风险,增强培训实效和群众满意度。事后反馈则反映在培训结果的满意

度和生计效果提升作用上。事后反馈可通过总结分析培训结果,发现培训内容、形式、结构、人员等方

面的先进经验和不足之处,规避培训不精准或效果不佳的风险,以强有力的监管倒逼培训工作不断完

善,进而间接对农户生计结果产生积极影响。村庄产业发展状况、自然灾害暴露程度和地理位置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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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在内的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均对生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和便利的

地理位置可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有助于各类生计资本的增值优化,拓宽就

业渠道,形成稳定的收入流,而自然灾害的发生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将破坏家庭生计的持续稳定。列

(3)探讨了政策支持的跨层调节效应,即纳入政策支持在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阶段的介入行为与技

能培训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技能培训与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事后反馈的交互项均正向显著,表明涵

盖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与事后反馈的政策支持正向调节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假说 H3得到验

证。其中,事中跟进和事后反馈对于生计结果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表6 跨层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生计结果LO 生计结果LO 生计结果LO
(1) (2) (3)

固定效应农户层面变量 技能培训ST 0.019***
(0.008)

生计资本LC 0.514***
(0.191)

农户层面控制变量 已控制

固定效应村级层面变量 事前调查PSI 0.085***
(0.043)

0.005
(0.061)

ST*PSI 0.007*
(0.002)

事中跟进PSF 0.140**
(0.046)

0.003
(0.061)

ST*PSF 0.013***
(0.008)

事后反馈PSR 0.103**
(0.042)

0.006
(0.066)

ST*PSR 0.011**
(0.008)

村庄产业发展状况IND 0.228***
(0.074)

已控制

村庄自然灾害暴露程度DIS -0.073***
(0.511)

已控制

村庄地理位置便宜程度LOC 0.089**
(0.036)

已控制

截距项 0.526***
(0.021)

0.476***
(0.055)

0.365***
(0.059)

随机效应 技能培训ST 0.000***
(0.000)

截距项 0.026***
(0.007)

0.016***
(0.003)

0.033***
(0.009)

残差方差 0.037***
(0.003)

0.038***
(0.004)

0.035***
(0.003)

赤池信息准则(AIC) -423.250 -482.902 -633.711
贝叶斯信息准则(BIC) -415.382 -420.613 -541.108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BP神经网络、中介效应模型、跨层回归模型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探讨共同富裕视阈

下低收入农户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作用机制,得到如下结论:(1)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善对其

生计结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问题后仍然成立。(2)技能培训

是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实现价值增值,进而改善生计结果的关键中介路径。(3)涵盖事前调查、事中

跟进与事后反馈的政策支持,正向调节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其中,事中跟进和事后反馈对于

生计结果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政府对培训过程的有力监管和追踪完善能够有效规避培训方不

道德风险,提高培训质量,促进生计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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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全覆盖的分层分类技能培训体系。在构建技能培训体系过程中,一是全域统筹扩大技

能培训覆盖范围。链接城市优质师资、设备资源在县域核心区建设技能培训枢纽,并联动乡镇服务

点、村域实训基地构建“县域枢纽+乡镇网点+村域实训基地”三级覆盖网络,将适配农村的培训资源

下沉至乡镇、村域,让更多农民共享高质量培训服务。二是分层分类设计促进培训体系精细化发展。
根据县域产业和个人发展需求,可将培训细化为乡村产业升级类、非农就业类和返乡创业类,为农民

提供更具适配性和实用性的技能提升方案。同时,应完善技能水平认定办法,为农户构建科学有序成

长阶梯,切实提高技能培训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充分发挥技能培训的资本增值效用。一方面,重视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本增值作用。构建政

企校研协同的人力资本培育网络,形成“教育融入—社会认可—技能提升—就业转化”全生态链。同

时,推动技能培训覆盖“探索—建立—成长—稳定”全职业周期,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持续增

强农民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注重技能培训中的社会资本积累。通过分组协作学习和经验分享增强

农户内部信任与联结。依托“专家培训指导+企业实习就业”一体化培养模式增加农民与技术专家、
企业工作人员直接交流的机会,拓展其与技术圈和产业圈层的外部联系。同时,借助培训专属社群和

在线学习平台,链接城市高技能人才和县域产业带头人,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高质量社会网络。
第三,发挥政府在农民培训全过程中的引导和监督作用。一是通过事前调查实现培训供给与需

求的精准匹配。一方面,立足地方产业发展现状和政府中长期经济规划,动态预测产业结构升级和新

业态所需技能,推动技能培训内容与产业需求有效衔接。另一方面,深入掌握农户在知识基础、资本

禀赋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异质性需求,科学设置培训类别与难度层级,提升培训的适配性与就业

转化率。二是构建覆盖培训全过程的信息化监管体系,在建立科学、可量化培训质量评估指标基础

上,对培训机构教学规范性、内容实用性等实施动态监测,并将监管结果纳入政府民生类投资绩效评

价框架,对未达标机构取消其培训资质,以制度约束防范道德风险、倒逼质量提升。三是健全技能培

训反馈机制。广泛收集学员对培训内容、方式、师资等方面的评价和建议,同步追踪其就业去向与技

能应用成效,基于反馈数据深入诊断培训体系的优势与短板,为后续的培训优化提供方向指引,形成

培训工作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
第四,坚持“扶智”与“扶志”并重,激发农民参训内生动力。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增收,还涉及

精神富足。为此,一是在技能培训课程中融入思想教育,强化责任意识和发展信心,摒弃“等靠要”等
落后陈旧观念,树立“技能成才、共同致富”的理念。二是充分发挥榜样效应。通过选树培训标兵、入
户宣讲等方式,引导农民见贤思齐,树立终身学习价值观念,提高培训参与热情。三是营造积极的社

会氛围。考虑到农村血缘、地缘、亲缘关系更易凝聚,可通过组建邻里互帮互助小组的形式,形成比学

赶超的集体学习氛围,促进资源共享与持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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